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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虽然惩罚可以维持合作的演化，却给惩罚者带来自然选择的适应性劣势，
从而形成新的演化之谜。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演进出各种巧妙的协调性惩罚行为，
这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罚力度，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成功

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

体中演化。 本文不再遵循惩罚者同质性假设，从而能够讨论各种协调性惩罚对群体合作

秩序演进的影响。 本文构建动态演化模型，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在
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设置了各种协调性惩罚的环境，并对比分析了它们对合作演化的

影响。 仿真结果表明，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非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而
协调性惩罚则会明显提高群体合作水平，特别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可

以实现高水平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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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互惠利他理论认为，如果未来重复交易的机会足够高，那么在双边交易中自然选择会偏爱合作行为。
②　 间接互惠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选择合作行为是期望以此获得良好声誉，从而今后能得到第三方的奖励，而不是仅来自

受惠个体的回报。
③　 有成本的信号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合作行为传递其作为潜在伙伴的信号，这使他们具有结盟优势，从而导致合作在

无亲缘关系的社会群体中成功演化。
④　 利他性惩罚理论认为，由于背叛可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使得合作者具有比背叛者更高的适应性，因此惩罚可以维持群

体合作的演化。
⑤　 文化群体选择理论认为，个体的合作行为有利于整个种群，因此合作行为会跟随群体的留存而得以繁衍。
⑥　 网络互惠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存在空间结构或网络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群体的生物动态性，合作者通过空间聚集来避

免被背叛者剥夺，从而可以促进合作的演化。

一、 引　 言

在十余万年之前，就影响力和重要性而言，人类的先祖与水母、蟑螂、老虎等其他物种别无二

致，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统治者（Ｈａｒａｒｉ，２０１４）。 人类能够从毫不起眼的人猿走到这一

步，不是由于身体、智力等方面的个体优势，而是因为更善于合作。 不过，合作行为具有利他性，合
作者自己付出成本却使其他非亲缘成员获益，从而不具有演化上的优势（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Ｇｉｎｔｉｓ，
２０００）。 对于人类合作的演化之谜，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互惠利他理论① （Ｔｒｉｖｅｒｓ，１９７１；Ａｘｅｌｒｏｄ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８１）、间接互惠理论②（Ｎｏｗａｋ ＆ Ｓｉｇｍｕｎｄ，１９９８；Ｗｅｄｅｋｉｎｄ ＆ Ｍｉｌｉｎｓｋｉ，２０００）、有成本的信

号理论③（Ｇｉｎｔ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利他性惩罚理论④（Ｇäｃｈ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文化群体

选择理论⑤（Ｂｏｙｄ ＆ Ｒｉｃ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５）、网络互惠理论⑥（Ｎｏｗａｋ ＆ Ｍａｙ，１９９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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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性惩罚理论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之一。 但是，同合作一样，惩罚也是有成本的，
这会形成一个新的演化之谜，即减少个人适应性的惩罚行为如何得以成功演化？ 针对此问题，大多

数文献主要基于补偿的角度进行解释，即惩罚行为带来的收益可以抵补其行为本身给惩罚者带来

的适应性劣势，比如基于群体选择（Ｇｉｎｔｉｓ，２０００；Ｂｏｗｌｅｓ ＆ Ｇｉｎｔｉｓ，２００４）、社会顺从（Ｈｅｎｒｉｃｈ ＆ Ｂｏｙｄ，
２００１）、社会排斥 （ Ｓａｓａｋｉ ＆ Ｕｃｈｉｄａ，２０１３； Ｐａｎｃｈａｎａｔｈａｎ ＆ Ｂｏｙｄ，２００４ ）、社会交往的空间结构

（Ｈｅｌ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Ｓｚｏｌｎｏｋｉ ＆ Ｐｅｒｃ，２０１３）、多重惩罚（Ｂｏｙｄ ＆ Ｒｉｃ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２）、变异（ Ｓｅｔｈｉ ＆
Ｓｏ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１９９６）等视角。 上述文献对于理解人类合作之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思路，但其

缺点也显而易见，一是它们假设惩罚成本不能太高，即惩罚对背叛者造成的伤害要大于惩罚者付出

的成本。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条假设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成立。 惩罚者并不一定是背叛者的对手，并
且背叛者经常采取报复行为，这使得惩罚成本有时非常高（韦倩，２００９）。 很明显，在惩罚成本较高

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补偿机制的解释就很难让人信服。 二是缺乏对惩罚行为本身细致深入的分

析。① 我们认为，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的人类在面对背叛行为时，既不会像其他物种那样转身离去，
也不会简单、机械地对背叛者进行惩罚，而是会利用各种机制协调对付背叛者，因此对惩罚行为细

致深入的分析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人类合作演化的真相。
本文尝试脱离补偿机制的视角，将注意力放在惩罚行为本身上，这使得本文分析更加贴近现

实。 我们认为，惩罚行为更多是在惩罚者之间协调进行的，这些协调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

罚力度，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成功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

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 要检验某一事件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一般使用两种方法：一是实验，二是模拟。 实验方法使得变化的不同要素被隔离观察，从而可以发

现每个后果的充分原因。 近年来，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许多研究中，比如周

业安和宋紫峰（２００８）。 但是，本文并未采用实验的方法，原因在于，我们认为人天生就是社会性

生物，惩罚意愿与协调技巧深植于意识结构中，很多情况下都是神经系统自动完成的，这使得很

难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获得一个作为参照系的纯粹自发惩罚（即非协调性惩罚）的环境。 因此，本
文选择了模拟的方法，即通过选定某一系统的关键特征与参数，利用模型复现实际系统发生的本

质过程。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演化模型，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研究惩罚的协调

性对惩罚以及合作演化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了不同的协调机制及其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

三点：一是虽然认为惩罚对于合作的成功演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已有大部分文献不同，我们

不认为惩罚行为是简单、机械地进行的，而是存在着协调。 这一方面更加符合现实，另一方面即使

在单个惩罚者惩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协调性惩罚也能维持群体合作的稳定演化。 二是将协调性

惩罚进行了细分，将其分为一致行动以及代理惩罚两类，又进一步将代理惩罚分为雇佣惩罚和权威

惩罚两种情况，然后对比研究这三类协调性惩罚对于群体合作演进的不同影响。 三是在模型设定

细节上，与 Ｊａｆｆｅ ＆ Ｚａｂａｌｌａ（２０１０）、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等文献不同，我们不再假设惩罚者是同质的，而
是假定他们的惩罚能力禀赋异质，且服从正态分布，这一方面更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也使讨论和比

较各类协调性惩罚对群体合作的影响成为可能。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协调性惩罚的相关概念、分类等，并讨论其起

源；第三部分设置了一个惩罚行为不存在任何协调的情景，并构建模拟仿真的基本分析框架，探讨

５７１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① 也有少数例外，比如 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察觉到了惩罚与合作的本质差异。 他们认为，合作的成本劣势与群体中背叛者的

人数无关，但惩罚的成本劣势却会随背叛者人数的下降而下降，当惩罚行为普遍时，群内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相当微弱，正是这

种非对称性的机制支持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 与该文献不同，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协调性惩罚对惩罚成本的影响上。



惩罚对该群体合作及演进的影响，从而为后文分析建立一个比较基准；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惩罚存在

协调性情景下群体的合作及演进，并比较各种协调性惩罚的效果；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

二、 惩罚的协调性及其起源

所谓协调性惩罚，是指惩罚者相互配合实施的惩罚行为。 它既可以表现为惩罚者通过默契或

协商等方式达成的一致行动，还可以表现为惩罚者通过委托代理实施的惩罚行为，以及社会中各种

惩罚制度安排等。 其实，协调性惩罚更符合人类祖先的现实。 惩罚并非总是无条件的或者是没有

协调的个人自发行为，而是常常通过小道传闻或与其他惩罚者的沟通而得以协调进行（Ｗｉｅｓｓｎｅｒ，
２００５；Ｂｏｅｈｍ，１９９３）。 人类学的许多证据也表明，个体很少独自对违背社会规范者进行惩罚，惩罚

通常以集体的形式发生，惩罚本身就传递了同伴谴责的信号。 Ｇｉｎｔｉｓ（２０００）更是明确指出，通过使

用协调、秘密行动和致命武器等手段，小数目的攻击者也可以通过低适应性成本来击败最强大的单

个敌人。 可见，协调性惩罚可以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罚力度，使得惩罚得以繁衍并增加群体

收益。
根据成本降低机制的不同，将协调性惩罚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一致行动，①即惩罚者共同实施

惩罚行为，即使他们的作用有主次之分。 一致行动主要依靠分摊成本、规模效应等机制降低成本或

增加惩罚力度。 二是代理惩罚，即惩罚者委托其他人或组织代替自己进行惩罚。 与委托方相比，代
理方的惩罚能力一般会更强，正是惩罚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委托代理行为降低了惩罚成本。 一致行

动与代理惩罚虽然都存在协调，但它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中所有有意愿惩罚的个体都参与了

惩罚，而后者中一部分具有惩罚意愿的个体退化为普通合作者，他们委托那些进化为专职惩罚者的

个体来惩罚，本身并不进行惩罚。 至于现实中，为何会选择这种协调性惩罚而不是其他类型，有偶

然性因素，但主要原因是群体成员关于协调成本与惩罚效果之间的利弊权衡。 这种权衡既可能是

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但是，在协调性惩罚的起源问题上，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与其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来

自于灵长类甚至更远古祖先的遗传。 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生物，对人类近亲大猩猩的行为研究表明，
人类及其灵长类祖先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存在过，在人类出现之前，社会交往就已经是其行为的一

部分（Ｄｅ Ｗａａｌ，１９８９；Ｗｒａｎｇｈａｍ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 这说明霍布斯等人提出的自然状态根本不曾存

在过。 霍布斯认为，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才进入社会，即通过理性推理发现

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 经济学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通常把行为或规范的形成看成

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比如社会、利他行为等都可以被归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但真实的情况应

该是，百万年前狩猎采集社会的环境塑造了人类的惩罚行为及其相关技巧（当然包括协调性惩

罚），并将其编码于意识中，从而遗传下来，不必在每一代身上重新培养。 其实，不止惩罚，整个自

然界的秩序都产生于盲目和非理性的生物演进和自然选择过程（Ｄａｗｋｉｎｓ，１９８６），生物界所呈现的

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某位造物主之赐，而是来自较低等生命的互动（福山，２０１５）。
在协调性惩罚的繁衍发展过程中，语言和宗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语言可以传递信

息从而促进人类在惩罚行为上的协调。 Ｈａｒａｒｉ（２０１４）认为，智人在大约 ７ 万年前发展出新的语言

技能，这使他们能够传播流言蜚语、“八卦”数小时之久，从而可以保护群体成员免遭欺诈和被占便

宜，发展出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而猿类、尼安德特人以及更早期的智人则没有这种技能。 另

外，语言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并使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 许多学者认为，人类同黑猩猩

一支分道扬镳后，新近发展出来的大脑主要用于发挥语言功能（Ｐｕｇｈ，１９７７）。 而黑猩猩虽然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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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可以把这种协调性惩罚称为结盟，但名称的不同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但是没有语言，从而无法达到更高程度的合作。 除了语言外，宗教也是凝聚

社会的源泉。 宗教可以让人达成一致意见和具有相同的偏好，从而有利于惩罚协调性的发生。 特

别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社会制裁机制的缺失使得搭便车等机会主义愈发明显，集体行动开始瓦

解，而宗教可以缓解此类问题。 没有宗教，人类社会很难超越族群的层次。 目前，考古学家还没有

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Ｗａｄｅ，２００９）。

三、 非协调性惩罚情景下的合作及其演进

为了设置一个比较基准，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存在协调性惩罚的场景，即假定惩罚行为都是独立

和自发进行的，不存在任何协调行为。 虽然与现实不符，但是，这样做可以对比分析协调性惩罚对

群体合作演化的影响。
１． 模型框架

假设存在一个进行公共物品博弈的规模为 ｎ 的人群，①该人群由合作者、背叛者、惩罚者三种

类型的个体组成，除了惩罚者的惩罚能力有所不同之外，同一类型中的个体无差异。 假定每次博弈

时，群体中合作者的比例为 ｘ，惩罚者的比例为 ｙ，则背叛者的比例为 １ － ｘ － ｙ。 合作者个人支付成

本 ｃ 产生了一个可以被群体所有成员均分的总收益 ｂ；背叛者既不支付成本也不产生收益；惩罚者

会先合作，然后再对群体中的每一个背叛者付出 ｐ 单位的成本进行惩罚。 由于惩罚能力是不同的，
假设惩罚者 ｉ 付出 １ 单位成本可以给背叛者造成 αｉ ＞ ０ 倍的代价，其中，ｉ ＝ １，２，３，…，ｎｙ，则每位背

叛者付出的代价为 ｋ ＝ ｐ∑
ｎｙ

ｉ ＝ １
αｉ。 那么，单个合作者的期望收益为 Ｐｃ ＝ ｂ（ｘ ＋ ｙ） － ｃ，单个惩罚者的收

益为 Ｐｐ ＝ ｂ（ｘ ＋ ｙ） － ｃ － （１ － ｘ － ｙ）ｎｐ，单个背叛者的收益为 Ｐｂ ＝ ｂ（ｘ ＋ ｙ） － ｋ。 由于惩罚需要成本，
导致惩罚者的收益小于合作者的收益，因此，理性的惩罚者不会对背叛者进行任何惩罚。 而当群体

中不存在惩罚者时，背叛者的收益就变为 ｂ（ｘ ＋ ｙ），大于合作者的收益。 这样，背叛者会最终取代

合作者，该群体的合作秩序会崩溃，陷入社会困境。
假设该群体的演化服从莫兰过程（Ｍｏｒ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在任意时间步，随机死亡一个原有个体，且

同时产生一个新个体，从而群体数量始终保持不变。 死亡个体的类型取决于该类型个体的比例，新
个体的类型则取决于该类型个体的演化适应度（Ｎｏｗａｋ，２００６）。 虽然生物的演化适应性与其收益

成正比，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考虑到适应性不能为负，适应性方程采取特劳森函数（ Ｔｒａｕ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形式，这样，合作者的适应性为 πｃ ＝ ｅωＰｃ，背叛者的适应性为 πｂ ＝ ｅωＰｂ，惩罚者的适应性

为 πｐ ＝ ｅωＰｐ，其中 ω 为自然选择强度。 另外，假设基因会以一定的概率 μ 发生突变，这样，新产生个

体的类型实际上会受到适应度和突变的双重影响。
２． 仿真模拟

本文的仿真平台基于 Ｎｅｔｌｏｇｏ 构建而成。② 许多仿真均是依托该平台进行的，比如董志强和李

伟成（２０１９）等。 在本仿真中，合作者、背叛者和惩罚者的数量，合作的成本 ｃ 和收益 ｂ，以及惩罚者

付出的惩罚成本 ｐ，均可以任意设定，从而群体规模也是可变的，这样可以通过改变其中某一个或

某几个变量来探究其对合作的影响。 仿真过程中的每一时间步（ｔｉｃｋ）均由四个步骤组成：
Ｓｔｅｐ１：捐献过程。 群体中所有成员参与公共物品博弈，合作者和惩罚者自行承担合作成本，收

益则贡献给整个群体用于集体分配，在此阶段，背叛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卸责。
Ｓｔｅｐ２：分配过程。 分配遵循平均分配原则，即所有成员共享合作成果。 由于背叛者并未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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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公共物品博弈反映了人类早期狩猎—采集社会的特征。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ｃｃｌ．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ｄｕ ／ ｎｅｔｌｏｇｏ ／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ＩＬ。



合作成本，在参与收益分配后，背叛者的实际收益将大于合作者和惩罚者的收益。
Ｓｔｅｐ３：惩罚过程。 惩罚者可以发现背叛行为，并能在付出一定成本后对其进行惩罚，惩罚能力

的数值在惩罚者出生之时被赋予。
Ｓｔｅｐ４：死亡和繁殖过程。 该步骤主要基于莫兰过程，随机死亡一个原有个体，且同时伴随着一

个新个体的产生，死亡个体的类型取决于该类型个体的比例，新个体类型则取决于该类型个体的演

化适应度。 考虑到现实中存在基因突变，我们将突变引入到繁殖过程。
在每一时间步完成后，自动进入下一个时间步中，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达到初始设置的循环次

数为止。 各参数的取值情况如下：①群体规模 ｎ：Ｂｏｅｈｍ（２００７）分析了 １５４ 个搜食者社会的特征，发
现这种高度合作的游牧型多家庭群体的规模尽管存在季节性变化，但通常包括大约 ２０—３０ 个个

体。 Ｍａｒｌｏｗｅ（２００５）根据民族志记录中与人类祖先生活环境类似的 １７５ 个狩猎—采集群体得出群

体的平均规模为 ３７ 人。① 因此，本仿真设定 ｎ 的取值范围为 ｎ∈［６，５０］。 ②合作成本 ｃ 与合作收

益 ｂ：根据常见的公共物品博弈实验，选取 ｃ ＝ １，ｂ ＝ ２ 或 ｂ ＝ ４，这样，合作者个人支付 １ 单位成本可

以产生 ２ 或 ４ 单位的被所有群体成员均分的总收益。 ③惩罚成本 ｐ 与惩罚力度 αｉ：根据常见公共

物品博弈，令惩罚成本 ｐ ＝ ０ １５ 或 ｐ ＝ ０ １；假设惩罚力度 αｉ 服从正态分布 αｉ ～ Ｎ（４，４），且 １≤αｉ≤
１０，αｉ≥１ 是因为人类具有高超的制造工具和狩猎的能力，比如投掷抛射物等（Ｄ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７５；
Ｆｉｆｅｒ，１９８７），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低成本对受罚者施加严厉处罚，平均来看，惩罚者施加 １ 单

位惩罚成本可以给背叛者带来 ４ 单位的伤害。 ④各类型人群的初始分布：对群体中各类型人群初

始分布没有设置严格约束，这样，０≤ｘ≤１，０≤ｙ≤１，因为初始分布对模拟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⑤基

因突变率 μ：μ∈｛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１｝。 ⑥自然选择强度 ω ＝ ０ ５。
３． 仿真结果分析

在上述参数取值范围内，进行了数百次仿真，结果表现出很大程度上近似性。 图 １ 显示了一个

代表性仿真的结果，各参数的取值情况如下：ｎ ＝ ３０，ｘ ＝ １０，ｙ ＝ １０，ｃ ＝ １，ｂ ＝ ４，ｐ ＝ ０ １５，αｉ ～ Ｎ（４，４）
且 １≤αｉ≤１０，μ ＝ ０ ００１，ω ＝ ０ ５。 从图 １ 可以看出，在非协调性惩罚情景下的 １００ 万代仿真中，背
叛者在人群中占据主导地位（合作者的平均比例为 １ ７２％ ；背叛者的平均比例为 ９８ ０２％ ；惩罚者

的平均比例为 ０ ２６％ ）。 可见，在不存在其他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惩罚并不能维持群体的

合作。 即使突变产生合作者或惩罚能力很强的惩罚者，也会在短暂存活后趋于灭绝，因此背叛者占

优的局面很难逆转。 这表明，在一个进行公共物品博弈的较大规模群体中，即使惩罚者可以实施比

较严厉的惩罚，也很难维持群体的合作。

图 １　 非协调性惩罚情形下的人群分布比例

注：浅灰色表示合作者，深灰色表示背叛者，黑色表示惩罚者。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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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ｏｗｌｅｓ ＆ Ｇｉｎｔｉｓ（２０１１）认为，典型规模要比平均规模更能反映群体规模状况，他们推测 Ｍａｒｌｏｗｅ（２００５）样本中典型群体规

模为 ７７，要比平均规模大两倍以上。 虽然缺乏更精确的关于早期人类祖先群体规模的数据，但是，对于规模超过 ５０ 人以上的群

体，我们仍然进行了仿真，其结果表现出与本文所述相似的特征。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群体中各类型成员比例的变化情况，专门截取了一些关键时期的仿真数据

进行详细分析，图 ２ 与图 ３ 分别显示了第 １—１０００ 代与第 １６２０１—１７２００ 代的仿真情形。 如图 ２ 所

示，在初始阶段，由于惩罚者的比例较多（ｙ ＝ １ ／ ３），背叛者逐渐减少，合作者和惩罚者逐渐增加，在
大约 ２５０ 代之后，背叛者逐步消失殆尽。 此时，由于合作者相对惩罚者具有适应性的优势，从而合

作者可以入侵惩罚者，从大约 ６２０ 代之后，惩罚者逐渐减少，在大约 ８６０ 代之后，该群体全部是合作

者。 当群体中全部是合作者时，由于缺乏惩罚者的监督惩罚，背叛者可以完成对合作者的逆袭，这
个过程大约发生在 １６２０１—１７２００ 代之间，如图 ３ 所示，大约在第 １７０８１ 代之后，该群体基本上全部

被背叛者充斥。 在非协调性惩罚情景下，由于没有相应的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罚强度的机制，在
今后长达接近 １００ 万代的过程中，即使突变出惩罚者与合作者，他们再也没能侵入背叛者策略，如
图 １ 所示。 这个结果与多数文献也一致，文献研究表明，当群体规模很大且成员之间互动交往很少

时，惩罚的未来收益不能被内化，自发的同辈惩罚（ｐｅｅｒ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效果就不太明显，只有在群体

的规模足够小（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或个体有不合作的选择权利（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５；Ｈａｕ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等
限制条件下，自发惩罚才有效。

　 　 　 图 ２　 ０—１０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３　 １６２０１—１７２００ 代的仿真

四、 协调性惩罚情景下的合作及其演进

其实，非协调性惩罚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真实情况。 由于具有语言、认知等与众不同的能力，
人类演化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协调性惩罚行为，正是它们维持了人类社会的合作秩序。 我们将协

调性惩罚分为两种：一是一致行动，二是代理惩罚。 代理惩罚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雇佣惩罚，二是

权威惩罚。 本部分主要研究这三类协调性惩罚如何影响了群体合作的演进。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

中，除了惩罚方式本身的差异，其他参数均不发生变动。 这样，演化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便可

确定为不同惩罚方式的影响，通过与非协调性惩罚机制这个参照基准相比，可以发现协调性惩罚对

人类合作演化的重要影响。
１． 一致行动

为了方便对比，沿用上一部分分析框架，仍然假定每个惩罚者对每一个背叛者付出的惩罚成本

为 ｐ，但是，与上一部分的独立惩罚不同，惩罚者之间可以选择采取一致行动。 假定具有惩罚意愿

的个体需要先进行沟通（既包括协商等正式形式，也包括流言、八卦等非正式形式），才能进行一致

行动。 假定沟通也是需要成本的，其比例为 δ，这样，惩罚成本就分为直接惩罚 ｐ（１ － δ）和协调成本

ｐδ 两部分。 必须要强调的是，ｐδ 为惩罚者投入在协调或沟通中的成本，而不像交易成本一样，是社

会或群体中实际存在的成本。 假定直接惩罚给惩罚者带来的伤害强度与非协调性惩罚相同，为 ｐ
（１ － δ）∑ｎｙ

ｉ ＝ １αｉ；协调成本虽然不能对背叛者造成伤害，但是它可以放大惩罚者的惩罚能力，假定其

放大幅度与协调成本所占比例 δ、惩罚者人数 ｎｙ 成正比。 这样，惩罚者采取一致行动给每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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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来的伤害为 ｋ ＝ ｎｙδ（１ － δ）ｐ∑ｎｙ
ｉ ＝ １αｉ。 对于一个理性的惩罚者来说，他的最优选择是在惩罚成

本 ｐ 一定的情况下给背叛者造成的伤害 ｋ 最大。 那么，如果一致行动的惩罚给背叛者带来的代价

小于非协调性惩罚，那么惩罚者会选择不进行协调，此时 δ ＝ ０。 因此，单个背叛者因遭受惩罚而付

出的代价就表示为：ｋ ＝
ｐ∑ｎｙ

ｉ ＝ １αｉ， δ ＝ ０

ｎｙδ（１ － δ）ｐ∑ｎｙ
ｉ ＝ １αｉ， ０ ＜ δ≤１{ 。

理性的惩罚者总是通过选择 δ 而使惩罚作用最大化（如前所述，这更可能是演化的结果）。 假

设 ｋ∗为最大化的惩罚效果，那么 ｋ∗ ＝ ａｒｇｍａｘ
δ

ｋ。 这个数学问题的最优解可以这样求出：

（ａ）当 δ ＞ ０ 时，惩罚者选择一致行动。 此时，每位背叛者的损失为 ｋ ＝ ｎｙδ（１ － δ） ｐ∑ｎｙ
ｉ ＝ １αｉ，理

性的惩罚者选择 δ，使得 ｋ∗ ＝ ａｒｇｍａｘ
δ

ｋ ＝ ａｒｇｍａｘ
δ

［ｎｙδ（１ － δ）ｐ∑ｎｙ
ｉ ＝ １αｉ］。 假设最优的协调成本比例为

δ∗，那么一阶条件可知 ｎｙ（１ － ２δ∗）ｐ∑ｎｙ
ｉ ＝ １αｉ ＝ ０，即 δ∗ ＝ １

２ 。 此时 ｋ∗ ＝ １
４ ｎｙｐ∑ｎｙ

ｉ ＝ １αｉ。

（ｂ）当 δ ＝ ０ 时，惩罚者投入协调的成本为 ０，既然惩罚者之间不进行协调，惩罚就蜕变为独立

惩罚的情景。 此时，每位背叛者的损失为 ｋ∗ ＝ ｋ ＝ ｐ∑ｎｙ
ｉ ＝ １αｉ。

然后，理性的惩罚者会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权衡，可以看出，当 １
４ ｎｙｐ∑ｎｙ

ｉ ＝ １αｉ ＞ ｐ∑ｎｙ
ｉ ＝ １αｉ 即

ｎｙ ＞ ４ 时，一致行动优于独立惩罚；而当 ｎｙ ＜ ４ 时，独立惩罚优于一致行动；当 ｎｙ ＝ ４ 时，二者无差

异。 因此，ｋ∗ ＝
ｐ∑ｎｙ

ｉ ＝ １αｉ， ｎｙ≤４
１
４ ｎｙｐ∑ｎｙ

ｉ ＝ １αｉ， ｎｙ ＞ ４

ì

î

í

ïï

ïï
。

同上一部分相同，单个合作者的期望收益仍然为 Ｐｃ ＝ ｂ（ｘ ＋ ｙ） － ｃ，单个惩罚者的收益仍然为

Ｐｐ ＝ ｂ（ｘ ＋ ｙ） － ｃ － （１ － ｘ － ｙ）ｎｐ，单个背叛者的收益仍然为 Ｐｂ ＝ ｂ（ｘ ＋ ｙ） － ｋ。 将它们代入上文莫

兰过程的演化框架，同样可求得 ｔ 期合作者、背叛者和惩罚者的变化概率。 我们在参数取值范围内

设置初始参数，进行了数百次仿真，结果表现出很大程度上近似性。
图 ４ 显示了一个代表性仿真的结果，各参数的取值情况与非协调性惩罚情景下完全相同。 这

样，演化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致惩罚行动所致。 从图 ４ 可以看出，在 １００ 万代仿

真中，突变的惩罚者可以入侵这个群体，完成对背叛者的逆转，背叛者在人群中的平均比例与非协

调性惩罚情形下相比明显降低，从 ９８ ０２％ 下降为 ６ ２５％ （合作者的平均比例为 ２３ ３４％ ；背叛者

的平均比例为 ６ ２５％ ；惩罚者的平均比例为 ７０ ４０％ ）。 可见，一致行动显著提高了群体的合作

水平。

图 ４　 一致行动情形下的人群分布比例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专门截取了一些关键时期的仿真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在仿真运

行初始阶段，与非协调性惩罚类似，大约 ０—１５００ 代之间，该群体就可以完成合作者占据主导地位

的局面，如图 ５ 所示；当合作者占据主导地位时，背叛者便可以入侵该群体，如图 ６ 所示。 我们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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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惩罚如何涌现，即惩罚者如何从一个背叛者云集的情况下逆转，图 ７ 表示了该情

形。 可见，与非协调性惩罚不同，在适当的条件下，突变的惩罚者可以入侵这个群体，完成对背叛者

的逆转。 而当群体全部是惩罚者时，合作者又可以搭惩罚者的便车，再次入侵惩罚者占据主导地

位，如图 ８ 所示。 当合作者主导整个群体时，背叛者又卷土重来。 这样，群体秩序表现出背叛者主

导—惩罚者主导—合作者主导—背叛者主导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情况，这种循环在 １００ 万次仿真中

出现了十余次，如图 ４ 所示。

　 　 　 图 ５　 ０—１５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６　 １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７　 １６００１—１７０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８　 １９００１—４２４２５０ 代的仿真

２． 代理惩罚

惩罚者的惩罚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较高的惩罚者能够代替能力较低的惩罚者进行惩罚的

话，将是一个帕累托改善，因此，代理惩罚可以降低惩罚成本。 一些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证据（Ｓｏｂｅｒ
＆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７；Ｇｒｅｉｆ，１９９３，１９９４）表明，代理惩罚行为在人类社会十分普遍。 比如，遇到背叛行为

时，人们会首先考虑使用法律武器来惩罚背叛者和保护自己；老师、长者、领导等经常被要求充当惩

罚者的角色，对他们所能影响的人群施加惩罚行为；某些人会向一些机构缴纳会费从而今后可以依

靠该机构对背叛者进行惩罚。
代理惩罚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雇佣惩罚，二是权威惩罚。 二者虽然都存在着惩罚行为的委

托，但前者仅指具有惩罚意愿的个体雇佣一个惩罚能力强的惩罚者进行惩罚，而后者则是指获得全

体成员支持的权威实施惩罚。 一般来讲，雇佣惩罚中群体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权威惩罚中全体成

员则存在等级关系；在雇佣惩罚中，委托方为获得超强的惩罚能力需要让渡一定的财富，而在权威

惩罚中，委托方则是通过让渡财富或权力换取其对背叛者的有效惩罚行为；在雇佣惩罚中，代理方

超强的惩罚能力来源于他们具备的某些特殊的生物性优势，比如较大的力量、强壮的身体等，而在

权威惩罚中，代理方超强的惩罚能力更多地来自于其社会性优势，比如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某
种特殊授权等；另外，雇佣惩罚一般存在着一种明确的雇佣行为，而在权威惩罚中，代理行为有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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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不明确，权威惩罚者会根据群体利益自主决定惩罚对象和惩罚强度。 它们二者的具体区别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雇佣惩罚和权威惩罚的比较

区别内容 雇佣惩罚 权威惩罚

委托方 具有惩罚意愿的个体 全体成员

群体等级结构 成员之间平等 存在等级关系

代理方的报酬 物质利益 不仅限于物质利益，更多是权力的让渡

超强惩罚能力的来源 生物性优势 社会性优势

代理行为是否明确 一般存在明确的代理行为 有些情况明确，有些情况不明确

　 　 （１）雇佣惩罚

为了方便对比，仍然沿用第二部分的分析框架，假定每个具有惩罚意愿的个体愿意对每一个背叛

者付出惩罚成本 ｐ。 一般来讲，代理方要想成功获得具有惩罚意愿的成员的委托，还必须通过一定的

方式获得群体或社会的认同，其中的机制包括世袭、选举、建立声誉、武力竞争等。 在本文中，我们为

了研究方便，仅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 因此，与非协调性惩罚和一致行动不同，假定每次惩罚之前，每
个惩罚者都会根据上一轮的博弈情况，选出一个惩罚能力最强的惩罚者进行委托，即每轮博弈后，群
体成员可以观察到惩罚者的能力排名。 然后，每个惩罚者把惩罚成本 ｐ 交由该惩罚代理者进行惩罚，
这样，每位背叛者付出的代价为 ｋ ＝ ｎｙｐαｍａｘ，其中 ｎｙ 为惩罚者的人数，αｍａｘ为惩罚能力最强的惩罚者可

以对背叛者造成的伤害倍数。 那么，当存在雇佣惩罚时，单个合作者的期望收益为 Ｐｃ ＝ ｂ （ｘ ＋ ｙ） － ｃ，
单个惩罚者的收益为 Ｐｐ ＝ ｂ（ｘ ＋ ｙ） － ｃ － （１ － ｘ － ｙ）ｎｐ，单个背叛者的收益为 Ｐｂ ＝ ｂ（ｘ ＋ ｙ） － ｋ。 将它

们代入上文莫兰过程的演化框架，同样可求得 ｔ 期合作者、背叛者和惩罚者的变化概率。

图 ９　 雇佣惩罚情形下的人群分布比例

图 ９ 显示了一个代表性仿真的结果，各参数的取值情况与非协调性惩罚情景下完全相同。 可

以看出，背叛者在人群中的平均比例与非协调性惩罚情形下相比明显降低，但不如一致性惩罚情景

下低（合作者的平均比例为 ２ ２０％ ；背叛者的平均比例为 ８５ ８６％ ；惩罚者的平均比例为

１１ ９４％ ），可见，雇佣惩罚也提高了群体的合作水平。 与一致惩罚情景下类似，在仿真运行初始阶

段，大约 ０—４５０００ 代之间，该群体同样经历了从初始分布到被合作者主导再到被背叛者逆袭的局

面，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突变的惩罚者可以入侵这个群体，完成对背叛者的逆转。 为了更清楚地

说明问题，专门截取了 １９４００１—２３２０００ 代的仿真情形，如图 １０ 所示，群体秩序表现出背叛者主

导—惩罚者主导—合作者主导—背叛者主导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情况。 在大约 ７６９００１—８２９０００ 代

之间，该群体又经历了一段相似的循环。
（２）权威惩罚

在权威惩罚中，权威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委托，因此，代理者作为权威可以向全体成员征“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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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１９４００１—２３２０００ 代的仿真

罚税”，即使背叛者也要缴纳，比如政府就可以向全体社会成员收缴税收。 研究表明，群体具有

趋向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惩罚背叛者的权力一般被赋予特定的权威集中者，这可以提高惩罚

的效力（Ｈｅｎ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Ｐｏｒｔｅｓ，２０１０；Ｇü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比如传统社会的村民会请求他们

的首领来调节争端（ Ｇｉｂｓｏｎ ＆ Ｍａｒｋｓ，１９９５）、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创立了工会来维持商业秩序

（Ｇｒｅｉｆ，１９９３）。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Ｒａｎｄ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等人认为，角色分化

和等级统治是大多数动物群体的组织原则，人类社会也不例外，集权化的制度可以更有效的克

服协调问题和二次搭便车问题，从而比同辈惩罚更有效率。 可见，人类社会的层级结构和权威

在合作秩序维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复杂的大规模社会，集权化惩罚和法定权威对

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更有意义，他们的权威来自所处社会阶层的位置（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ｉ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２０１１）。

我们仍然假定每个惩罚者对每一个背叛者付出的惩罚成本为 ｐ，并且为了对比，仍然假定权威

的形成仅依靠声誉机制，这样每位背叛者付出的代价为 ｋ ＝ ｎｐαｍａｘ。 此时，单个合作者与惩罚者的期

望收益均为 Ｐｃ ＝ Ｐｐ ＝ ｂ（ｘ ＋ ｙ） － ｃ － （１ － ｘ － ｙ）ｎｐ，单个背叛者的收益为 Ｐｂ ＝ ｂ（ｘ ＋ ｙ） － （１ － ｘ － ｙ）
ｎｐ － ｋ。 将它们代入上文莫兰过程的演化框架，同样可求得 ｔ 期合作者、背叛者和惩罚者的变化概率。

图 １１ 显示了一个权威惩罚情景下的代表性仿真的结果，各参数的取值情况与非协调性惩罚情

景下完全相同。 可以看出，与非协调性惩罚和雇佣惩罚相比，背叛者在人群中的平均比例显著降

低，惩罚者的比例显著提高（合作者的平均比例为 ９ １３％ ，背叛者的平均比例为 １ ９２％ ，惩罚者的

平均比例为 ８８ ９５％ ）。

图 １１　 权威惩罚情形下人群分布比例

在仿真运行初始阶段，大约 ０—２００ 代之间，该群体就可以完成惩罚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当惩罚者占据主导地位时，合作者便可以入侵该群体，如图 １２ 所示；而当合作者主导时，又会被背

叛者逆袭，如图 １３ 所示；此时，突变的惩罚者又可以入侵这个群体，完成对背叛者的逆转，如图 １４
所示。 这样，群体秩序也会表现出背叛者主导—惩罚者主导—合作者主导—背叛者主导这样的循

环往复的情况，这种循环在 １００ 万次仿真中出现了数次，如图 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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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２　 １９５０１—２１５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１３　 ３０５０１—３１５００ 代的仿真

　 　 图 １４　 ３２５０１—３２７５０ 代的仿真　 　 　 　 　 　 　 图 １５　 １９０００—３３０００ 代的仿真

五、 总　 结

人类合作之谜堪称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２００５ 年，《科学》杂志在创刊 １２５ 周年之

际，曾组织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提出了 ２５ 个“驱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决定未来研究方向”的大

难题，其中 ２３ 个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比如“宇宙如何形成”、“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等，只
有两个问题同时还是社会科学问题，一个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会继续错下去吗”，另一个就

是“人类合作行为如何演进”（黄少安和张苏，２０１３）。 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ｙ 也曾说过：“人
类社会和其他动物种群中的合作行为如何演化和维持是演化生物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最重要

的未解之谜”（Ｃｏｌｍａｎ，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年，《科学》杂志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了调查，“人
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再次入选 ２５ 个最具挑战性科学难题之一。

虽然依靠惩罚可以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但是惩罚会给惩罚者带来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劣势，
从而带来新的演化之谜———降低惩罚者适应性的惩罚行为何以成功演化。 我们认为，当面对背叛

行为时，具有高级认知能力的人类既不会像其他物种那样转身离去，也不会简单、机械地对背叛者

进行惩罚，而是会利用各种机制协调对付背叛者。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逐渐发展出了各种巧

妙的协调性惩罚行为，这些协调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 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

成功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

演化。 本文不再假设惩罚者是同质的，而是假设其惩罚能力服从正态分布，这样便可以讨论各种协

调性惩罚对群体合作秩序演化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演化模型，并根据文献资料确定了合

适的参数取值范围，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对非协调性惩罚、一致行动以及代

理惩罚（包括雇佣惩罚和权威惩罚两种情况）等情景下的群体合作的演化进行了仿真分析。 在这

几种情景下，设置各参数的取值完全相同，这样，演化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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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机制所致。 仿真结果表明，非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较大规模群体中合作的演化，而协调性惩罚

会提高群体合作水平，特别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可以实现较

高程度的合作。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许多文献都对降低自身适应性的惩罚行为何以成功演化这一“二阶

搭便车”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解释依然还不完美。 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思路，有创新也有缺陷。
协调虽然可以降低惩罚成本，但是，协调本身也需要成本。 因此，惩罚者会在协调和不惩罚之

间进行权衡，这需要进行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 另外，我们从来不认为非协调性惩罚状态在历

史上真实存在，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讨论协调性惩罚的作用，就像物理研究的真空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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